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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美国诉诸全球治理秩序具有功能性诉求,在治理各类全球性

问题的同时避免伤害美国利益;在功能性治理之外,美国诉诸全球治理秩序

更看重其权力属性,借此划分权力等级,获取得自治理的非中性收益,谋求

领导权.现实中,功能属性实际上消融了权力属性,美国得自秩序的权力优

势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出现下降态势.对于美国“退出外交”的分析局限于既

有理论流派的泾渭分明与特朗普个性外交的掩饰,因此很难准确理解“退出

外交”的产生机制、影响和实质.本文试图从制度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予以

分析,寻求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理论之间的通约性,借助权力与制度两种分

析变量,进一步认知作为一种制度制衡手段的“退出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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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的“退出外交”也可被称为“退群外交”,用以概括美国总统特

朗普上台后在全球治理多边建制层面作出的退出表态,包括退出巴黎气候

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美自贸协定等,以退出或威胁退出为手段,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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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一定的政治与经济目标.一改往日高举自由主义秩序大旗的常态,特

朗普主政下的美国单边退出既有国际多边机制,作出了反建制的表态.① 统

观美国“退出外交”涉及的内容、领域和组织形态乃至退出的落实情况,可谓

各有千秋.

本文的“退出外交”主要涵盖了实质性的退出和威胁退出(表１中斜体文

字)两种,适用广义的“退出外交”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讲,威胁退出是“退出

外交”的一种战略手段,是一种策略性的战略欺骗,有其特殊功效.毕竟,美

国不是真的要“退群”,而是通过退出和威胁退出,达到重建国际秩序的目

标.表１展示了美国“退出外交”发生的问题领域、退出状况和机制形式等

基本情况,囊括了截至本文定稿时退出涉及的领域.退出和威胁退出的作

用机制、策略和方式存在差异,但二者都从属于广义的“退出外交”范畴.

表１　美国“退出外交”涉及的问题领域、退出状况和机制形式

退出项目 退出情况 涉及领域、形式

世界贸易组织 威胁退出、单边为大 经贸、多边

北美自贸协定 威胁退出、重开谈判 经贸、诸边(区域内)

美韩自贸协定

(同类双边还有美欧、美日)
威胁废除、商定修订 经贸、双边

万国邮政联盟
部分启动程序,如不

重新谈判则威胁退出
治理、多边

巴黎气候协定 退出 经贸、治理、多边

联合国国际法庭
启动退出相关协议,声称

不接受管辖
综合、多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退出 治理、多边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退出 治理、多边

伊朗核问题«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伊核协议)

退出 安全、多边

① Chaudoin,Stephen,HelenMilnerandDustinTingley,“ALiberalInternational
AmericanForeignPolicy? MaybeDownbutNotOut,”HＧDiplo/ISSF,２０１７,http://

scholar．harvard．edu/files/dtingley/files/cmtＧhdiploＧ２０１７．pdf,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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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退出项目 退出情况 涉及领域、形式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制定进程

(联合国主导)
退出 综合、多边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退出 经贸、诸边(跨区域)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

协议(TTIP)
搁置 经贸、诸边(跨区域)

本文涉及的两类退出具有共性特征:第一,当美国感到其相对权力优势

不断下降并达到一定的容忍程度时,其于是选择退出或威胁退出,并最终谋

求重置(reconfiguration)、加强排他性和非中性权力,进而强化领导权.第

二,当原有制度的功能使他国得益,美国会出现应对制度溢出效应的退出;

还有由于不满于多边秩序消耗了本国的权力资源,美国会出现应对制度消

耗效应的退出.各类退出都发生在美国领导权相对衰落的时代背景之下,

且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日益明显,美国的敏感度骤然增加,容忍度大大下

降,退出的幅度和范围也不断扩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基于以上特点,本

文的研究范围①限于此类美国在经贸及相关领域的一系列退出行为,主要包

括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北美自贸协定、美韩自贸协定和万国邮政联盟.

围绕“退出外交”与美国维持全球治理秩序领导权之间关系的争论有很

多.就产生原因而言,不少欧美学者认为,美国退出某些责任和义务,反映

了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与无力承担高额治理成本的现实,也反映出美国主导

的自由主义秩序遇到了问题,有待调适与升级.② 就产生结果而言,美国彼

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AdamPosen)表示出对美国逐渐从全

①

②

除此之外,还存在很多其他类型的退出:有些退出是美国想给自身外交政策“松
绑”,不满或摆脱国际规则的约束,例如与伊朗和以色列问题相关的联合国国际法庭、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核协议;还有些退出是与国内经济社会问题相关

的,例如退出«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制定进程将有助于转移国内民众视线,掩盖国内就业

和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再有,大多数的退出也都与美国国内政治相关联,例如退出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 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是否认前任总统

的政治遗产,但由于研究精力有限,本文主要限定在 “双层博弈”的国际层次,并不深究

此类退出.另外,以上诸多分类方式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彼此之间也存在交叉.

JakeSullivan,“The Worldafter Trump:How theSystem Can Endure,”

ForeignAffairs,Vol．９７,No．２,２０１８,pp．１０Ｇ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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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领导者退位的隐忧.① 还有学者担心,这种反建制行为可能给美国带来巨

大的损失,乃至失去自由主义秩序保护者的身份②,美国因此衰落③(只是围

绕“特朗普现象”是美国衰落或因或果方面有所争议④),抑或带来全球多边

主义的末日⑤.就政策特殊性而言,有学者认为,特朗普的个性外交导致美

国的外交决策不再具有延续性,特朗普作出诸多反常规和情绪化的退出行

径,愈发增加了美国对外政策及其对外部世界影响的不确定性.⑥ 但也有研

究认为,特朗普的政策取向并非标新立异,反而是延续了美国外交追求领导

权的传统,没有带来那么多不确定性.例如,其所主张的在对外事务中保持

战略收缩、保守和孤立主义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甚至与

奥巴马的部分外交理念也并无太大差异⑦.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

的评价甚至是非常乐观的,认为正是特朗普的反常规表现,可能给美国带来

预想不到的战略机遇⑧,只是此举是否会冲击全球多边治理秩序并不在美国

寻求自身利益的考虑范畴之内.

特朗普的“退出外交”是美国退出其长期主导的全球治理秩序、放弃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AdamPosen,“ThePostＧAmericanWorldEconomy:GlobalizationintheTrump
Era,”ForeignAffairs,Vol．９７,No．２,２０１８,pp．２８Ｇ３８．

G．JohnIkenberry,“ThePlotAgainstAmericanForeignPolicy:CantheLiberal
OrderSurvive?”ForeignAffairs,Vol．９６,No．５,２０１７,pp．２Ｇ９．

“HowTrumpsForeignPolicyThreatenstoMakeAmericaWeakAgain,”https://

www．theguardian．com/usＧnews/２０１７/jul/０２/donaldＧtrumpＧforeignＧpolicyＧdiplomacy,访 问

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３日.
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与“复合世界”的来临»,«世界经济与

政治»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１４—２５页.

RuddKevin,“UNReformundertheTrumpAdministration:TheWayAhead,”

TheWashingtonQuarterly,Vol．４０,No．１,２０１７,pp．９５Ｇ１０７．
RodgerA．Payne“TrumpandAmericanForeignPolicy;AThreattoPeaceand

Prosperity?”PaperdeliveredtotheAnnualMeetingoftheInternationalStudiesAssociation,

Baltimore,MD,February２２Ｇ２５,２０１７．
MichaelClarkeandAnthonyRicketts,“DonaldTrumpandAmericanForeign

Policy:TheReturnoftheJacksonianTradition,”ComparativeStrategy,Vol．３６,No．４,

２０１７,pp．３６６Ｇ３７９,DOI:１０．１０８０/０１４９５９３３．２０１７．１３６１２１０．
MatthewKroenig,“TheCaseforTrumpsForeignPolicy:TheRightPeople,

theRightPositions,”ForeignAffairs,Vol．９６,No．３,２０１７,pp．３０Ｇ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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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权之举吗? “退出外交”的产生机制与作用机制如何? 既有理论并不足以

回答上述问题.对特朗普的行为动机理解不到位,忽视其中偶然性与必然

性之间的矛盾互动关系(忽略讨论秩序时也无法规避战略意图①),很可能误

判.由此,本文力主丰富和发展现有理论,更深入分析特朗普“退出外交”的

本质,并探讨“退出外交”与全球治理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

此外,退出往往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行为.相比于组织和组织秩序的主

导者,退出是处于相对弱势的消费者引进市场竞争机制,以实质性的或威胁

性的“改换门庭”为手段②,目的是退出某组织,寻求替代性选择,抑或是制造

压力,迫使组织提高绩效.在国际关系视域下,虽然退出多边国际组织并不

一定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国家所特有的行为取向,但按照一般的思维逻辑,大

多数情况下的退出也绝非具有秩序领导权的大国所为,毕竟选择退出,可能

会危及其已有的领导地位,甚至动摇秩序系统的稳定,成本极高.一般意义

上我们理解的退出,是相对弱势、被秩序主导国质疑合法性、处于边缘地位

或具有离心力的国家迫于形势作出的选择③,例如朝鲜曾退出联合国,本来

就颇具离心力的英国作出退出欧盟的决定等.这些案例中退出的国家都不

是处于组织中心的秩序领导国,其承担的退出成本,可能来自大国的无视、

排挤或惩罚,并非系统性的成本.但是在平行秩序里,对抗双方中的一方退

出两者共处的多边机制则另当别论,例如,苏联威胁退出联合国就与美苏对

①

②

③

HalBrands,AmericanGrand StrategyintheAgeof Trump (Brookings
InstitutionPress,２０１８),chapter１．另外,谢林在«冲突的战略»中认为,战略行为指博弈

一方通过改变对手预期,向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施以手段引导对手行为.所以,在
判断特朗普行为时需既看到偶然性,又看到必然性;既看到客观性,又看到主观性.参

见: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艾伯特赫希曼:«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上海世

纪出版集团,２０１５年,第１２页.
处于弱势、合法性遭到质疑、处于边缘地位或具有离心力的国家退出多边国际

组织承担的交易成本,可能是由于受到组织惩罚,也可能是由于不得不接受组织成员的

排他性、歧视性待遇.因此,它们退出的成本更多是个体化的和被动的.而本文讨论的

秩序主导国的退出成本除了具有个体化损失之外,还是系统性的和主动的.不仅可能使

部分学者担忧美国霸权持续削弱,其破坏性之大是系统性的,还可能危及整个世界格局

和全球治理秩序的稳定.此外,作为秩序主导国的美国作出退出决定,不是被动的,而是

主动且强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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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的形势密不可分.

实际上,作为秩序领导国的美国在历史上就曾多次退出多边国际机

制.① “退出外交”展示出的战略收缩、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等也在如小布什

时期等的美国外交中出现.“退出外交”并非特朗普执政时期所特有,也从

侧面说明以往的国际问题研究并未足够重视秩序主导国(大国)退出多边国

际机制的现象,对其产生和作用机理研究不足.认识到先前对大国退出机

制的研究不足,分析此轮退出相比以往退出的差异性和共性,有助于更进一

步厘清特朗普此轮“退出外交”的产生机制和作用机制,这将对我们判断未

来大国关系、国际形势与全球治理秩序的走向大有裨益.

一、 理论基础: 制度现实主义

(一)与制度现实主义相关的讨论

　　由于追求简洁性,单一理论的分析工具颇显不足,因此,不少现实主义

学者并未刻意或能够将制度排斥在他们的分析话语之外,只是大多数现实

主义学者并不承认制度可以与权力等价为具有独立性的分析变量.但是,

仅依赖某个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单一理论框架,并无法对国际社会中的复

杂现象进行有效的分析.如果不挖掘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乃至建构

主义理论话语的通约性,则没有办法反映纷繁复杂的世界秩序,也无法理解

“退出外交”与全球治理秩序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需要一种更具通约性

的理论分析路径,从理论工具箱中提取更丰富的分析变量,特别是给予制度

与权力更为对等的变量身份,才能解释目前所不足以解释的现象与本质.

首先,有必要厘清国际组织的权力结构和全球治理秩序的改革等权力

① 包括:１９８２年,美国拒绝签署自己力推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意欲该«公约»是
用来限制他国利益的);１９８４年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现控制力被发展中国家限

制);１９８５年退出联合国国际法庭(不满被申诉侵犯他国主权);１９９５年退出联合国工业

发展组织(声称预算困难,不想继续付费);２００１年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宣称环保不利

于美国利益的实现);２００１年退出联合国反种族主义大会(阻止巴以问题升级,出师不

利);２００１年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认为不利于美国强化军事优势);２００２年正式退出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认为不利于保障美国军人、外交官和政治家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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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制度的关系.即使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也无法撇清权力与制度的关系,

例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也讲制度和霸权,但他认为制度

的作用是降低交易成本和实行霸权稳定,因此本质上而言他的理论基础是

自由主义的.贺凯①和李巍②也曾谈及厘清权力与制度关系、塑造通约性理

论话语的重要意义,分别提出了制度现实主义和现实制度主义的分析路

径.两者之间虽有差异,但笔者认为这种融合并创新理论话语的努力值得

肯定.

相对而言,贺凯的出发点是现实主义的.他使用亚太地区权力制衡的

案例,旨在说明制度制衡的目标是减少传统军事均衡的成本,并逐步论证了

制度现实主义的基本研究对象是制度制衡,包括方式、方法和目标等.例

如,他使用制度现实主义来解释东亚秩序中各种类型国家之间的互动(包括

大国、小国、同盟国、霸权国和新兴国家等).③ 其中,国家互动的核心作用机

制正是制度制衡(主要针对多边制度的制度制衡),具体包括设置排他性制

度(排他性 制 衡)、设 置 包 容 性 制 度 (包 容 性 制 衡)、借 助 制 度 的 拥 立 者

①

②

③

KaiHe,“InstitutionalBalancing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Economic
InterdependenceandBalanceofPowerStrategiesinSoutheastAsia,”EuropeanJournal
of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１４,No．３,２００８,pp．４８９Ｇ５１８;KaiHe,Institutional
BalancingintheAsiaPacific:EconomicInterdependenceandChinasRise(NewYork:

Routledge,２００９),Chapter２Ｇ５;Kai He,“Undermining Adversaries:Unipolarity,

ThreatPerception,and NegativeBalancingStrategiesaftertheCold War,”Security
Studies,Vol．２１,No．２,２０１２,pp．１５４Ｇ１９１;KaiHe,“RoleConceptions,OrderTransition
andInstitutionalBalancingintheAsiaＧPacific:A New TheoreticalFramework,”Australian
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s,Vol．７２,No．２,２０１８,pp．９２Ｇ１０９;KaiHe,“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２．０and RegionalOrder Transition:CausesandImplications,”The
PacificReview,２０１８,DOI:１０．１０８０/０９５１２７４８．２０１８．１４６５４５５．

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序言;李巍:«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外交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第３１—５９页;李巍:«现实制度主义与中美自贸区竞争»,«当代亚太»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

４—３４页;李巍:«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扩张»,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李巍:«制
衡美元的政治基础:经济崛起国应对美国货币霸权»,«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第９７—１１９页.

KaiHe,InstitutionalBalancingintheAsiaPacific:EconomicInterdependenceand
ChinasRise (NewYork:Routledge,２００９),Chapter２Ｇ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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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maker)等.虽然他认为制度制衡可以在几类亚太地区秩序和平共存

时实现①,但“制度制衡也并不意味着和谐,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用制度斗争代

替了军事冲突”②.制度竞争、权力博弈而非仅仅关注合作与稳定是制度现

实主义的重点研究对象.③

先不急于评判和争论李巍的相关研究究竟是(现实)制度主义还是(制

度)现实主义,逐一分析他总结的现实制度主义三大理论命题④,可以发现:

前两者发现了国际制度的功能性和权力非中性(虽然他没有直接使用这一

概念),补充了现实主义对国际制度认知的不足;而最后一个命题强调了“国

际制度的竞争正在成为大国政治的核心内容”⑤,显示出国际制度分析是现

实主义权力政治分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又结合了制度主义的实现路

径和现实主义的意图.

虽有理论起点上的分歧,但是以上几位学者融合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

的分析话语的共识点是明确的,进一步贴合了理论解释和剖析现实的研究

需求.综上,国家博弈的终极目的是借助制度渠道实现权力和利益.相比

以往的军事博弈,围绕制度的博弈虽无硝烟,但同样激烈.在目前的时代背

景下,多极体系是大国力量的结构性现实,获得权力、求得安全并非一定要

陷入战争与冲突的泥潭;同样,制度博弈也并非一定是正和的,也可能是零

和的.权力博弈与冲突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话语,而制度则是制度主义

的核心变量,两种理论话语的通约性由此可见.

①

②

③

④

⑤

KaiHe,“Contested RegionalOrdersandInstitutionalBalancingintheAsia
Pacific,”InternationalPolitics,Vol．５２,Iss．２,２０１５,pp．２０８Ｇ２２２．

左超:«制度现实主义与制衡评———‹亚太地区的制度制衡›»,«国际政治科学»

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１１２Ｇ１２１页.

KaiHe,InstitutionalBalancingintheAsiaPacific:EconomicInterdependenceand
ChinasRise (NewYork:Routledge,２００９),p．１３．

简单概括现实制度主义三大理论命题包括:作为公共产品的国际制度,作为私

人工具的国际制度,国际制度竞争的政治基础.参见: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

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４３—７５页.
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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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现实主义研究路径的丰富与发展

本文尝试进一步发展、明确并运用一个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探讨

特朗普“退出外交”的产生机制和作用机制,进而明确退出与全球治理秩序

之间的逻辑关系.该理论框架的优越性具体体现在它特殊的作用变量、理

论假定、分析工具和研究对象上.

制度现实主义将制度视为一个独立变量,制度建立在权力之上,而实现

权力又有赖于制度.现实主义青睐的权力与制度主义强调的制度本就相生

相伴,“美国的优势不仅来源于它无可匹敌的综合国力,也来源于它所精心

主导设计的二战后国际组织体系”①.权力优势是通过全球治理秩序框架下

的制度设计得以实现的,即使是纯粹的世界主义与国家道德论的提倡者也

并不认为国际制度消灭了不平等或是权力博弈,因为“不同国家在决定是否

加入或留在机制中时面临着不同的限制,所以完全的平等并不存在”②.换

句话说,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接受特定的非中性条款后自愿加入的,自主权范

围受限.所以,也并非谁都能够像美国一样随意退出,因为并非所有国家都

有能力承受退出的成本,也不具备退出制度的权力基础.制度现实主义实

现了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分析话语的融合,表现在它承认制度建立

在权力基础上,还表现在权力的角逐可以借助制度而实现.因此,制度现实

主义可适用于解释权力变动驱动国际层面上的制度演化,也适用于解释单

元层次的某个国家诉诸权力的国际制度战略.特朗普倡导的“退出外交”可

以纳入第二类解释对象,即主导国家基于权力考虑针对国际制度体系的个

体反应.这种考虑的出发点是现实主义的权力,渠道是退出制度,因此是制

度现实主义的范畴.

制度现实主义继承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关于国家理性的假定:

“国家面对国际制度的相关行为是在对成本和收益进行精心算计后而做出

①

②

刘铁娃:«霸权地位与制度开放性:美国的国际组织影响力探析(１９４５—２０１０)»,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９页.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
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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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性选择.”①虽然表１中每个退出案例各有特点,但共性是特朗普的商人

思维,进行“成本—收益”核算.因此,一旦感受到退出某个治理领域的成本

过高,如严重损害国际声誉、丧失制度性权力等情况,重返原本已退出的机

制也是有可能的.特朗普的“退出外交”具有实用主义、商人思维和经济人

头脑等特点,而非情绪化的退出那么简单.这种以选择性退出为基本特征

的“退出外交”,正是制度现实主义思维中利益算计的最显著表现.诉诸这

种外交手段,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特朗普认为可以应对权力优势下降趋

势的一种理性战略调整.然而,对全球治理秩序的破坏性并不在这种理性

算计的考虑范围之内.

制度现实主义承认制度非中性,而制度非中性是核心理论分析对象之

一.制度现实主义认为,可以借助制度塑造成员国的权力等级,给予不同成

员国不同授权,即在秩序框架下运用和获得权力的不同权限.所谓制度非

中性②,讨论的是一个秩序是否公正的问题,即谁来取舍、为了谁的利益、依

据什么原则作出取舍,嵌入秩序其中的非中性条款恰恰成为权力的来源.

对于秩序主导国而言,制度非中性具备工具性,即在某种秩序框架之下,通

过议程设置,对议题的优先顺序予以选择,服务特定群体的偏好和利益.③

但当制度的非中性程度超出一定限度,维持既成全球治理秩序的边际收益

则会随之递减.当在提供选择性激励和提供公共产品两种功能之间丧失了

平衡,过分偏向维护主导国家的利益,就会出现治理失灵.外部要求改革秩

序的声音随即高涨,主导国家声誉下降,领导力下降.

在制度现实主义的理论话语中,实施制衡战略借助的是制度渠道,而非

传统军事手段,这也是“退出外交”不同于冷战时期美国制衡苏联之处.最

为特别的是退出被作为一种制度工具使用.以制度为中介,规制或曰规锁

①

②

③

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５６页.

张宇燕:«利益集团和制度非中性»,«改革»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第９８页.
制度非中性具有两大功能:一是为部分国家提供一定数量的选择性激励,表现

为投票份额等,从而确保它们能够提供全球治理秩序所必需的公共产品;二是这种非中

性的安排也具有主导国家维持权力优势的私心,即通过选择性激励确保秩序建立之初的

主要国家权力结构,保护其自身的权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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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confinement)①挑战者的制衡机制,更易在国家之间复合相互

依存度很高的情况下产生和起作用.② 而高度复合、相互依存是当下最重要

的时代背景之一③,全球化秩序代替了帝国依赖武力谋求权力的传统手段,

谋求权力的替代性选择呈现为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和结构,目标为治理危

机、保护契约与消除冲突等的超国家主权的规范和法律体系出现,而这种借

用制度制衡机制诉诸权力、维护霸权的手段高度集中在美国.④

以往,美国借助作为全球规则结构政治主体的身份优势,利用制度制衡

的手段,实现其获得和运用权力的目标;如今,当既成权力优势在淡化,这种

博弈之中亦在产生新的元素.然而,形势的不确定性愈加增强,博弈中新旧

元素皆有,剖析这种博弈的逻辑和结构的本质更为艰难.因此,一种既能反

映时代背景又能揭示大国博弈新形态本质的理论路径呼之欲出.

二、 理论分析框架

(一)全球治理秩序的双重属性

　　“退出外交”针对的是全球治理秩序及其配套制度体系.在某种意义

上,全球治理秩序是“退出外交”的原因,因此有必要定义全球治理秩序,进

而更好地辨析它与“退出外交”之间的逻辑关系.为了更为操作化地定义全

球治理秩序的内涵,本文决定从它的基本构成要素入手.观察全球治理秩

序的变动,也是观察世界秩序变动的重要维度之一,因此,可以借鉴使用后

者常用的观察对象和理论工具,继而使用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路径,结合权

力与制度两种分析工具.

第一,全球治理秩序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主要行为体(国家)之间的权

①

②

③

④

张宇燕、冯维江:«如何理解中美贸易摩擦»,«光明日报»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４日.

KaiHe,InstitutionalBalancingintheAsiaPacific:EconomicInterdependence
andChinasRise (NewYork:Routledge,２００９),P．１１．

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袁正清、肖莹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第１章.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５页、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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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对比,导致个体权力差异决定了它们在全球治理秩序中提供公共产

品的能力;二是制度资源(运用制度的能力),即建立在二战后权力结构基础

之上的具有等级性①的制度体系.两者共同塑造了既成的全球治理秩序的

形态,构成了全球治理秩序的内涵.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在一定程度上

折射出前者,但制度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第二,全球治理秩序具有功能和权力双重属性.② 世界范围内的秩序,

不论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治理秩序,还是其他领域的治理秩序,都具备

功能属性和权力属性.治理系统内部问题,维持系统正常运作,需要功能属

性;发挥功能属性又依赖于制度,但制度既包括中性的制度,也包括非中性

的制度.中性制度维持了系统的基本稳定;非中性制度通过选择性激励保

障了公共产品供应,也孕育了权力资源.秩序主导国或帝国往往更关注能

够产生权力资源的非中性制度,也关注制度的这种线性的、中性的、功能性

的作用机制,因为它是秩序自发形成的内在动力源;而其他处于某种秩序治

下的国家(例如秩序从属国)则更青睐于中性制度.非中性制度是秩序权力

属性的核心.权力属性表现为非中性的制度设计理念,被秩序主导国所熟

识,作为划分权力等级、集中权力和维护自身收益的重要手段.

第三,秩序转变主要表现在权力资源层面上,而观察这种转变仍需兼顾

权力和制度.某种全球治理秩序必须借助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发挥治理功

效.在这个过程中,全球治理秩序的功能属性具有(权力)去等级化的作用.

所谓秩序转变,一是资源层面上权力的转变,例如综合国力等传统物质性的

分析工具;二是制度转变,具体表现为制度层面上的等级制、排他性和非中

性,即相对优势通过制度、规则和规范的设计体现出来,转化为实际影响力,

①

②

JohnIkenberry,“LiberalInternationalism３．０:AmericaandtheDilemmasof
LiberalWorldOrder,”PerspectivesonPolitics,Vol．７,No．１,２００９,p．７３;李巍:«制度

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４２页.
约翰伊肯伯里将这种双重属性概括为功能性服务(functionalservice,即我们

说的功 能 性)和 权 利/特 权 (rightandprivilege,即 我 们 说 的 权 力 属 性).参 考:John
Ikenberry,“LiberalInternationalism３．０:AmericaandtheDilemmasofLiberalWorld
Order,”PerspectivesonPolitics,Vol．７,No．１,２００９,p．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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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自身利益服务.在以往的研究中,观察世界秩序(包括国际贸易秩

序、国际货币秩序或者国际金融秩序等)的变动,往往都离不开权力和制度

这两个核心变量.例如,有学者从国际竞争中权力比较优势(权力变量)的

视角切入,解释国际机制(制度层面的变量)的变动①,重在论述两者的相关

性.贺凯在定义世界秩序转变时,从权力和制度两个维度入手②,进一步明

确了秩序转变体现在这两个层面上,将两者置于并列关系,当然也不排除两

者之间存在关联性的可能.这里的关联性指的是秩序框架下的权力消长是

借助制度实现的.

第四,面对全球治理秩序的变动,既成大国有多种反应方式.既成大国

对全球治理秩序在权力层面上发生的转变作出反应,往往需要诉诸国内动

力,从物质层面积累权力资源,包括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等,但这种内发性

反应不仅耗时久、成本高,且无法避免外部性调整,不能同时期制衡来自外

部上升国家的竞争压力.相对来说,针对全球治理秩序的转变,既成大国从

制度资源层面作出反应,更具低成本、主动性和灵活性等特点,具体表现为

采取嵌入性、排他性制度和退出制度等制度制衡手段.

因此,“退出外交”就是美国在制度层面上作出的一种策略反应,具有清

晰的作用对象.它针对的是全球治理秩序在权力资源和制度资源两个层面

上发生转变或潜在转变的可能性.对象国则是驱动上述转变发生的国家,

主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也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友欧洲、日本等.而

特朗普政府调整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因也是深刻感受到新兴国家实力上升对

美国相对权力优势的冲击,进而调整了对外政策,正如表２显示,既成大国在

制度资源和权力资源相对优势下降方面皆感受到压力.

①

②

SusanStrange,“TheManagementofSurplusCapacity:orHowdoesTheoryStand
uptoProtectionism１９７０sStyle?”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３３,No．３,２００９,

pp．３０３Ｇ３３４;PeterF．CowheyandEdwardLong,“TestingTheoriesofRegimeChange:

HegemonicDeclineorSurplusCapabili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３７,No．２,

１９８１,pp．１５７Ｇ１８３．
KaiHe,InstitutionalBalancingintheAsiaPacific:EconomicInterdependence

andChinasRise (NewYork:Routledge,２００９),Chapter２Ｇ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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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全球治理秩序框架下的既成大国和新兴国家

全球治理秩序的属性 全球治理秩序的转变 制度制衡的手段

既成大国

１．权力属性

划分权力等级

确保权力优势

２．功能属性

权力资源优势下降

制度资源优势下降

嵌入性制度

排他性制度

退出制度

新兴国家

１．功能属性

２．权力属性

减少权力等级和非中

性制度安排的损害

权力资源绝对优势上升

制度资源仍无相对优势

呼吁改革

应对排他

创设新制度

倡议包容性制度

(二)“退出外交”的产生机制:功能属性消融权力属性

借助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我们能够在同一个话语体系中兼顾国

家与机制、权力与制度、结构与过程、国际层次与国内层次.在制度现实主

义视角下审视全球治理秩序,容纳了权力资源与制度资源两个构成要素,同

样也承认了制度在具有功能属性的同时蕴含权力属性,进而有利于我们更

加贴切地观察“退出外交”的发生机制.全球治理秩序的功能属性分别对应

一定的权力离散机制,有溢出性和消耗性两种.相应地,“退出外交”的发生

机制(见表２)就是为了应对功能属性导致的权力离散,制衡挑战秩序主导国

权力优势的潜在对象.从相应度量指标来说,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前者讲治

理收益的去等级化,后者讲治理成本的不断增加;而应对前一种效应,要减

少竞争对手之所得;应对后者,要降低自身之所失.

表３　权力离散与“退出外交”的发生机制

权力变化性质 全球治理秩序基本属性
“退出外交”发生机制

权力离散发生机制

制度转变
功能性治理

溢出效应

制度收益开放

权力去等级化

权力转变
功能性治理

消耗效应

治理成本消耗

权力资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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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功能属性具有溢出效应.溢出性出现在制度贯彻执行既定功能的

过程中,具有去等级性、去排他性和塑造中性收益的特征,表现为秩序治下

的成员能够相对自由地享受得自秩序的公共产品,包括得自贸易的经济收

益、得自秩序的安全与稳定等.例如,某种意义上,全球贸易收益都有赖于

相对稳定有序的贸易秩序,是过去世贸组织(WTO)及其他国际贸易机制发

挥既定功能的结果.功能属性具有两面性:开放收益与消除等级化.秩序

转变来自于权力资源和制度资源两个层面,而变化的动因来自于秩序主导

国的外部,因此,这种权力离散机制具有功能性和外生性.如果试图度量此

类效应,涉及的指标范围广、领域多、数额大.就此处而言,溢出效应指的是

主要竞争对手得自秩序的相对收益,表现为贸易逆差等具体的指标,而这种

竞争对手的收益超出了霸权国的预期,进而导致后者陷入认知失调的状况.

(２)功能属性具有消耗效应.制度发挥治理功能,需要消耗大量的公共产

品(治理成本).加之全球治理秩序中存在公共产品供需不平衡的情况,搭便

车现象频发,治理成本高昂,既成大国如要维持秩序,必然会感受到权力资源

的消耗.这种权力离散机制也是功能性的,消耗源自秩序主导国的外部,消耗

的却是秩序主导国的内部权力资源.如果要去度量此类消耗效应,需支付的

联合国会费和维稳所需军费都是重要的指标.以美国２０１８年需支付的联合

国会费为例,需分摊的比例是２２％,会费毛额和净额都高达５９１３８８１１４美元.①

通过表３呈现的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理解“退出外交”的

发生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全球治理秩序的客观属性是导致权力在权力资

源和制度两个层面上出现转变的根源性诱因,有些表现为秩序在制度层面

上的转变,有些表现为秩序在权力资源层面上的转变.作为制度转变的反

应机制,退出同样是转变制度制衡方式的重要表现;作为针对权力转变的反

应机制,退出也是消耗对手权力资源的手段.面对权力离散,作为秩序主要

维系者的既成大国美国作出应对,希冀于避免自身权力流失.当既成大国

对这种权力流失的容忍程度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就会发生“退出外交”.一

旦秩序主导国与秩序从属国之间存在博弈,且主导国的权力优势不断被秩

① 联合国２０１８年会费,http://www．un．org/zh/members/contribution．shtml＃
m,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４日.因未抵扣员工薪金税,因此两个数值显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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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功能属性削弱,秩序在权力资源和制度资源层面上皆具发生转变的潜能.

这很可能演化为秩序主导者修正制度作用机制的动因.因为只有通过修正

制度,减少其他成员从制度的功能性溢出中获得的福利空间,才能重塑得自

制度非中性的收益.当主导国的非中性权力诉求超出一定限度,合法性和

有效性赤字加剧,外部改革呼声随之上涨,进而既成国家的领导力下降,权

力也会发生离散.这也是“退出外交”发生的时代背景之一.然而,削减得

自制度的非中性权力,有违领导国的自身利益.因此,通过一定的手段修复

和强化制度非中性框架下的权力优势,依然是美国“退出外交”的重要动机

与目标.

(三)“退出外交”的作用机制:两种制度制衡

1. 溢出效应与退出应对

　　制度的溢出效应描述的场景正如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带来不可控的系统

性结果.如果是完全竞争市场,很容易导致权力从卖方向买方分散.这意

味着完全竞争市场的奠定者(一般是部分大公司)可能在竞争的初期享有规

则制定者的“先行者优势”,但是随着竞争环境的自由化程度加深,追求利益

最大化的公司之间不断进行价格比拼和竞争,最终导致消费者在买方市场

受益.同样,完全竞争市场的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规则主导者设

计制度的原初目的.

尽管存在诸多不同点,全球治理秩序依然近似于完全竞争市场环境.

随着制度的普及、适用和被理解,某种国际体系或全球治理秩序的社会性越

来越强,即建构主义所认为的把社会建构变量内化为对体系内成员的约束

力不断增加的个体偏好①,即使规则、制度的核心创设者和拥有国际领导权

的国家也不得不受到这套具备功能导向性的规则、制度与规范的约束.制

度具有维持贸易、金融、货币等领域内功能性交易的作用,正是制度的这种

功能规范了行为体行为,并塑造了系统内部秩序.但是,正因为制度规则具

有功能性导向,提供去排他性的公共产品,作为这套秩序起初建立基础的权

① 玛莎芬尼莫尔:«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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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结构也被慢慢瓦解.秩序领导国在构建之初拥有的权力资源优势被慢慢

稀释,进而转化为实际影响力的可能性随之下降.制度构筑了一定的约束

性秩序,即使作为制度主要“供应方”且处于主导地位的既成大国也无法挣

脱,更无法避免权力向作为制度“消费方”的其他国家发生偏移.例如,自由

贸易的制度体系创造了多边贸易的适宜环境,稳定的贸易秩序为历史上的

西欧、日本和如今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上升成为贸易强国创造了条件.

制度体系一旦被创设出来,就具有独立性①,“能够导致任何体系成员都

意想不到的结果”②.在这种制度创造的稳定秩序框架下,存在生产更多权

力资源的可能,例如“为国家提供了一条通过发展经济而非均势政府(权力

均衡)来改变自身国际地位的途径”③,而这种论述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

现实主义主张的军事实力比拼不再是当今国际社会上唯一的权力博弈手

段.当然,权力博弈依然重要,但博弈内容已今非昔比.全球治理秩序的溢

出效应为通过自由贸易创造财富、生产新的权力资源创造了可能.自由制

度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析话语在这种独特的历史背景下融合了,并且孕育

出一种独特的制度现实主义的理论元素.既成大国通过设计秩序(既包括

中性的制度,也包括非中性的制度)“确立了力量(文中主要指涉权力)的获

取权与运用权不可分割,这一点被视为整个系统的有效性的先决条件”④.

但是,由于制度发挥功能,提供了近似自由竞争市场的环境,新兴国家得以

在稳定秩序中获得发展与提升实力的机会,加之既成大国盟国愈发务实,并

非绝对固守原有政治立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立场出现一定分化,在一定程

度上瓦解了既成大国作为制度先行创设者享有的非中性的权力优势.

在制度现实主义的话语下,主导国要利用“退出外交”减少源自溢出效

应的权力流失,主要通过调整和影响多边治理机制的方式,进而制衡来自竞

①

②

③

④

玛莎芬尼莫尔:«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２１页.

小约瑟夫奈、戴维韦尔奇:«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６２页.

同上,第７６页.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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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对手的权力上升之势.溢出效应可以瓦解既成大国的权力优势,主要体

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相对自由竞争环境下新兴国家实力的增长;二是秩

序体系内差异性下降,原盟国体系日趋出现务实导向.而针对这两个层面

上权力流失而言的“退出外交”,算得上是一种即时的策略调整.随着全球

化进程日趋深入,各行为体深度复合、相互依存,全球治理秩序的社会性①不

断增强与稳定,制度的溢出效应愈发明显.美国面临的世情由此逐渐发生

了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上升,而发达国家俱乐部的

实力却因向心力下降而相对衰弱,美国对溢出效应的容忍度不断趋近极限.

特朗普认定既成全球多边体系一方面让盟国愈发务实,产生离心力;另

一方面也让西方俱乐部以外的国家发展起来,成为导致美国相对衰落的“元

凶”.特朗普宣布退出或要求重置既成的全球治理秩序,因此,退出也是一

种制度制衡的手段,针对的是制度溢出效应,制衡对象分别是以中国为代表

的新兴国家乃至美国的传统盟国.具体来说,“退出外交”通过退出与重置

既有多边制度的方式,企图压缩新兴国家在原有全球治理秩序中的受益空

间;“退出外交”转换谈判策略,乃至采用战略欺诈,借助制度制衡盟国,压制

其离心力,其最终目的是终止溢出效应继续消融美国权力资源的优势.

2. 消耗效应与退出应对

人类社会得以稳定与进步,需要制度维系,其核心就是契约精神.在国

际社会,契约精神是指依照约定提供公共产品,遵守国际义务.契约的作用

在于约束行为体行为,确保公共产品的筹集.运营一个大量需求公共产品

的系统在客观上导致了权力资源的消耗.在霸权稳定论等相关理论论述

中②,霸权的衰落纯粹是因为霸权国无法支付维持制度治下秩序所需的高额

治理成本.特朗普借“退出外交”减少国际义务,也可以理解为回应权力资

①

②

正如芬尼莫尔认为,“社会结构创造了行为体,并赋予行为体权力”.参见:玛
莎芬尼莫尔:«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１页.

CharlesP．Kindleberger,Powerand Money:ThePolitiesofInternational
EconomicsandtheEconomicsofInternationalPolities(NewYork:BasicBooks,１９７０);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６年;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杨宇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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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层面上出现霸权衰落的举措.在这些理论话语中,国际制度是一个消耗

霸权国力量的治理中介.虽然该观点有合理成分,但事实并非全然如此:一

方面,二战后形成的美国主导下的秩序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国际社会

的稳定和发展,美国也提供了大量公共产品;但另一方面,这种论述实则变

相掩盖了作为这套制度设计者的霸权国从中获得大量非中性利益的事实.

霸权国设计的制度体系具有工具性,为霸权国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就经

济利益而言,该秩序下的制度体系服务了发达国家利益导向的国际生产与

分配.就政治利益而言,正如希拉里言及借助“嵌入式制度”①,在一定程度

上也达到了限制其他国家行为的目标.不难发现,整套理论话语都在试图

维护霸权稳定的合法性,单方面批评制度的消耗性,避而不谈发达国家从制

度的非中性设计中获得的超额利益.

在制度现实主义的话语下,退出多边规则也反映出一种平衡权力竞争,或

者说平衡潜在威胁的战略倾向.美国通过退出多边规则,减少自身开支,要求

崛起国分摊成本,进而达到平衡威胁的目的.所以此类制度制衡的直接对象

是消耗效应,对象国主要是挑战美国权力优势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

第一,通过退出减少制度约束,制衡制度消耗.就美国国内而言,尽管

经济有所复苏,但增长依然相对缓慢,加之经济社会问题丛生,美国想选择

性地不再承担部分国际责任,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保持国际竞争优势.②

既然要抛掉一些包袱,特朗普的“退出外交”就有意无意地想要制衡来自治

理秩序的消耗效应,主要表现为摆脱制度约束,拒绝继续承担乃至转嫁部分

治理成本.退出部分多边制度是特朗普强调本国利益的重要体现,是出于

本国私利(降低制度消耗)而非全球公利(公共产品供应)的重置秩序之举.

这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全球治理秩序的权力失衡、程序不民

主、全球发展失调、公共产品赤字和全球治理失灵等现实问题与挑战的出发

①

②

参见希拉里于２０１１年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

HillaryClinton,“AmericasPacificCentury,”ForeignAffairs,Vol．１８９,No．１,２０１１,

pp．５６Ｇ６３．
MichaelClarkeandAnthonyRicketts,“DonaldTrumpandAmericanForeign

Policy:TheReturnoftheJacksonianTradition,”ComparativeStrategy,Vol．３６,No．４,

２０１７,pp．３６６Ｇ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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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完全不同.后者考虑的是确保全球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而特朗普思

考的却是修复美国霸权的问题.出发点不一样,基本表现和对全球治理秩

序带来的影响也大相径庭.

第二,“退出外交”的实质是通过转嫁成本,制衡竞争威胁.向处于竞争

关系的对手国家转嫁日益上涨的全球治理成本,成为一种新的制衡威胁的

手段.通过退出一些全球治理机制与拖欠联合国会费,特朗普希望其他国

家(如果可能尽量是对手国家)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付出治理成本与提供

公共产品.在这个意义上看,这与希拉里的“嵌入式制度”异曲同工:“美国

的对华政策就是让中国逐步接受他引导的新规则.在无法通过传统遏制手

段限制中国发展之际,利用国际规则限制中国权力和使中国分担更多的全

球治理成本.”①因此,在增强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与分担全球治理成本的同

时,中国还须警惕此类战略陷阱,避免战略过载.这种转嫁治理成本的行为

同样是依照“美国优先”原则进行议题排序:一方面,美国把本国利益放在第

一位,国际问题次之;另一方面,却要求其他国家分担全球治理成本,强调将

重视国际义务提上议事日程.

总之,制度现实主义视域下制度制衡的分析话语,虽与以往现实主义话

语中的结盟和均势等传统的制衡手段有所差异,但依然具有权力博弈与竞

争的色彩.特朗普所谓的“退出外交”期许通过制度制衡一方面减少自身付

出的治理成本,另一方面又达到通过转移治理成本消耗对手权力资源的战

略遏制目标.“退出外交”的起点就在于既成秩序的功能属性消融了权力属

性,降低了既成大国得自秩序的非中性收益.现实主义的分析话语恰恰是

如此被引入全球治理多边制度体系的分析之中的.现实主义强调的权力和

制度主义强调的制度具有通约性:“在国际制度的作用下,权力可以被制度

化,对权力资源的控制在相当多的场合需要通过制度来发挥其对结果进行

影响的能力”②.而一旦权力被牢牢地制度化,是否支付治理成本与能否保

①

②

参见希拉里于２０１１年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

HillaryClinton,“AmericasPacificCentury,”ForeignAffairs,Vol．１８９,No．１,２０１１,

pp．５６Ｇ６３．
叶江、殷翔:«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权力观之比较分析»,«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１３１—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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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对权力资源的控制之间的相关性就减弱了.因此,特朗普极力论证这套

体系之于美国权力与利益的无效性和消耗性,为退出造势.

三、 “退出外交”举例

(一)经贸领域内的退出

　　此轮退出的“时机点”(timing)特殊,发生在霸权国对制度溢出效应和制

度消耗效应的敏感度和承受能力达到一个临界点之际.有学者认为这个临

界点是作为新兴国家的中国的 GDP达到美国 GDP的２/３.① 一方面,新兴

权力中心的力量在上升,另一方面,既成大国的力量在下降,后者就会将此

归咎为溢出效应和消耗效应对自身力量的消耗.用公式表示即

lim
n→∞

En ＝２/３[D－(Y＋X)]

式中,E 为新兴国家权力,n为时间,D 为霸权国初始权力,Y 为溢出效应,X
为消耗效应.

如图１所示,类似于日本 GDP占到美国 GDP２/３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２０１５年后中国GDP逐渐逼近美国GDP的２/３.正是在这样的临界点上,特

朗普更加坚定地将相对式微的美国权力归咎于既成全球经贸治理体系,认

为是多边制度设计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权力得到相对增长,导致

了美国权力优势的削弱.加之相对日本而言,中国的综合体量(如人口基

数、国土面积和产业的规模效应等)大,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对此类“GDP的

２/３效应”的感知更为强烈.

“退出外交”的出现与国际秩序的发展方向密切相关.② 以中国为代表的

①

②

该观点系张宇燕在与李向阳、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等解读世界格局之变

时谈及.参见:«世界,不确定中孕育着希望»,«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２日,第２２ 版,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２０１７Ｇ１２/２２/nw．D１１００００renmrb_２０１７１２２２_１Ｇ
２２．htm,引用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０日.

“OutofOrder? TheFutureoftheInternationalSystem,”ForeignAffairs,

Vol．９６,No．１,２０１７,specialissue．该特辑选编了哈斯、奈、申克等人的一组文章,从失序

的世界、自由主义秩序的后退、美国抛弃国际秩序和未来秩序的可能图景等几个方面探

讨当前的国际秩序问题.



“退出外交”与全球治理秩序———一种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 １０５　　

　　

图１　中美日三国GDP走势对比图

　　注:(１)纵轴采用科学计数法,例如２．５E＋１３为２．５∗１０的１３次方,依次类推.

(２)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整理.①

新兴国家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为全球治理作出的贡献不断增加;美国经济

实力相对下降,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内的比较优势呈缩小趋势.在既

成国际制度体系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立场不断靠近(见图２中俄

罗斯、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进一步强化了该国家群体的权力

资源,让既成大国美国的压力日益上升.

盟国的疏离使美国日渐孤独,对相对权力优势下降的担忧进一步增加.

主要原因是制度溢出效应创造了诸如多边贸易的适宜环境,为各国谋求权

力与利益提供了新途径,客观上也导致盟国愈加务实.以美国为代表的西

方俱乐部立场分化,打散了美国作为秩序主导国设计的那套整合与等级系

统,降低了美国对秩序系统的操纵力.传统西方世界的盟友愈发务实的表

现有:在不同问题领域内,各国更为关注自身利益,而非沿袭冷战时代的行

为惯性,仅依据意识形态选择“站位”.此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西方世界

和东方世界在不少现实领域中的观点也逐步趋同.可见,传统盟友务实、问

题导向、国家利益驱动的新思维,已然使美国在多边场合感受到孤独.因

此,特朗普也在一定程度上作出了冷落或抛弃传统盟友的外交战略选择.

① 参见: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 end＝
２０１７&locations＝CNＧJPＧUS&start＝１９６０&vie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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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联合国大会主要大国的表决趋势图①

　　综上,新兴国家群体立场的靠近和传统盟国的疏离进一步加剧了美国

对２/３临界点的敏感度和脆弱度.国际制度与秩序的重要性和作用力深入

人心,超过以往的任何时代.对于霸主国美国而言,上述几种情况都是越来

越不可控的,它因此感受到源自制度的溢出效应和消耗效应的影响超过以

往的时代.加之中国的综合国力总体量远超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日本,同时在

推动全球治理秩序改革方面的力度和作用(包括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世界银行改革、建立多边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制)也是当时的日本不可企

及的,这种２/３临界点给美国带来的心理压力再度增加.

除了以上客观因素,特朗普的个性因素再次从主观层面上强化了“退出

外交”现象的规模和力度,乃至达到不可预期的程度.不少评论批评特朗普

① 联合国大会主要大国的表决趋势图(MajorCountryPositionsintheUNGeneral
Assembly１９４６—２０１４),参 见:Erik Voeten,“WhereIsU．S．MultilateralLeadership?”

preparedforpresentationatthe２０１６GlobalEconomicSymposiumattherequestofthe
FutureWorldFoundation,Zürich．August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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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情绪化①,而在这种情绪化的驱动之下,相比奥巴马等其他美国总统,特

朗普对外部现象(尤其是２/３临界点)的反映可能更为强烈.总之,出现 “退

出外交”这种现象具有一定的客观历史必然性,并在特朗普个性表征的驱动

下愈演愈烈.

随着中国 GDP不断逼近美国 GDP２/３的临界点,特朗普从经贸领域入

手,表现出退出姿态,威胁如果不再调整规则设计,美国将会从多边和诸边

规则中退出.美国在经贸领域内实施“退出外交”的做法如表４所示:针对溢

出效应,美国试图不让他国受益;针对消耗效应,美国试图降低自身成本.

制衡的效应对象不同(显示为两种效应的度量指标是不同的),采取制衡的

手段和方式相应不同.

表４　美国在经贸领域内制度制衡基本情况

制度制衡发生层 针对的经贸机制和制度 应对的权力离散方式

全球大多边层面 剑指 WTO
施压要求重塑多边规则,不让

他国受益,应对溢出效应

与盟国在双边及诸边层面

用美墨加三国协定替代

北美自贸协定,分别对

欧日施压,诉诸美日欧

自贸协定谈判

通过改变对盟国态度应对溢出

效应和消耗效应

与竞争对手在双边层面 中美贸易冲突
通过向对手施压应对溢出效应,
转嫁或减少成本应对消耗效应

第一,通过威胁退出和架空 WTO等多边机制,试图切断他国取得制度

溢出效应的收益,这里美国关心的是他者之所得.“退出外交”作为应对溢

出效应的途径出现,针对的是新兴上升国家得自制度溢出的收益.在经贸

治理领域,特朗普对 WTO的态度是一个典型案例,他不满 WTO 框架下的

既成多边秩序让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迅速发展起来,避而不提美国作

① RodgerA．Payne“TrumpandAmericanForeignPolicy;AThreattoPeaceand
Prosperity?”Paper delivered to the Annual Meeting of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Baltimore,MD,February２２Ｇ２５,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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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度先行者享受的非中性权力、优惠和受益①,也是更大份额的得自制度

的收益.特朗普不仅将美国实力下降归咎于以 WTO为核心的国际多边规

则体系,加之重启规则塑造的“建制努力”(例如 TPP)暂时受挫,他还认为原

有的治理体系无法带来满意的国际贸易投资利润,且美国需要花费大量权

力资源来维系原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稳定有序.因此,他极力论证威胁

退出的合理性,即国际制度治下的秩序具有消耗效应,维系之有违 “美国优

先”的战略考虑②,而全球治理需求端治理赤字的问题,并不在特朗普考虑的

核心范畴之内.由于美国的刻意架空,原本艰难前行的 WTO更为深陷泥潭.

WTO的核心仲裁功能可能会因美国阻挠启动法官甄选程序而陷入瘫痪状况.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大法官就处于缺位状况,WTO勉强维持仲裁功能.随

着又一位大法官任期已到,而美国又阻挠新法官的甄选工作,该机制是否可以

在未来持续运行成为问题,其国际贸易核心治理机制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

除了传统经贸领域,此类大多边领域的“退出外交”还发生在新兴的电

子商务领域内.特朗普同样不满意国际邮件的处理费用偏低,而以中国为

代表的国家在规则的福利下迅速发展了跨境电商业务,因此也有了退出万

国邮政联盟的行为.因此,美国在经贸领域内的“退出外交”强调自我利益,

试图通过压缩既成规则带来的溢出效益,避免消耗效应,最终实现“美国振

兴”(MakeAmericaGreatAgain).

第二,通过威胁退出,降低溢出效应带来的盟国离心力,削减对盟国承

诺带来的权力资源损耗,这里美国关心的是自身之所失,主要是针对原有盟

国和所谓的“自家后院”.以既成全球经贸规则体系的消耗效应对美国不公

平为由,美国先后针对欧洲、日本、韩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区域和对象国施

加压力,退出或威胁废止诸如北美自贸协定和美韩自贸协定等协议.例如,

特朗普向日本等国抛出有条件重返 TPP谈判的信号,通过退出提高战略要

价,获得谈判主动权.此外,特朗普威胁废止的还有与盟国韩国之间的美韩

自贸协定.再有,他将美国１/４制造业工作岗位的丧失归咎为签订北美自贸

①

②

张宇燕、任琳:«全球治理:一个理论分析的框架»,«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３
期,第４—３２页.

尹继武:«特 朗 普 总 统 这 一 年»,«环 球»杂 志 ２０１８ 年 第 ２ 期,http://www．
xinhuanet．com/globe/２０１８Ｇ０１/３０/c_１３６９２３２３８．htm,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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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① 特朗普一改往日美国传统,务实不偏袒地处理与盟友在经贸领域的

关系.当然,相对于竞争对手,美国对盟友国家和“自家后院”国家还是留有

相对灵活政策空间的.例如,２０１８年３月特朗普签署关税法令时,唯独豁免

了加拿大和墨西哥,但也同时发出警告,这种豁免是否可以持续,要看两者

是否配合推进北美自贸协定谈判的完成.最终,在美国的主导下,美墨加三

国协定诞生,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将墨西哥和加拿大嵌入规则约束之下,还加

入了约束两国对外贸易自主权、试图制衡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排他

性条款.② 通过剑指传统盟国,美国调整了全球战略,试图再次聚合集团向

心力,为塑造一套新的美国主导的经贸规则打下基础,最终还是剑指作为新

兴权力中心代表的中国.

在某种程度上,加拿大、墨西哥想要保留北美自贸协定等区域机制,而

韩国、日本乃至欧洲在经济与政治安全领域皆需强大盟友的背书,因此拉拢

住美国依然重要.针对盟国的离心力和务实取向,特朗普转化了谈判策略.

通过恐吓性的威胁退出,特朗普在与不少盟国和邻国的谈判中反而赢得了

一定的主动权.美国反常的退出举动与理性决策并不矛盾,甚至具有一定

的战略欺骗性,起到了出奇制胜的作用.在执行“退出外交”的时候,特朗普

非常娴熟地运用“胡萝卜加大棒”的传统战略手段,既有战略倾斜,也有战略

恐吓.在情绪化与非理性等标签包裹下的“退出外交”为美国获得了更大的

战略红利和政策空间.从这个意义上看,特朗普的自我、骄傲、粗鲁之性情③

无不成为一种天然的“障眼法”,通过“退出外交”达成战略斡旋乃至战略欺

骗的目的.用退出迷惑战略对手乃至伙伴,施以糊弄或威胁,反而让美国获

得了新的谈判筹码以及重塑治理规则的契机.如此,还在一定程度上削减

了对盟国的承诺责任,卸下了消耗效应带来的重担.

①

②

③

«特 朗 普 ２０１８ 年 做 国 情 咨 文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Ｇ
statements/presidentＧdonaldＧjＧtrumpsＧstateＧunionＧaddress/,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３日.

美墨加三国协定第３２章第１０款第４条规定:“任何缔约方与非市场经济国签订

自贸协定,应允许其他缔约方在发出通知且未得到回应的６个月后终止本协定并以(新)
双边协定取代本协定.”

尹继武等:«特朗普的政治人格特质及其政策偏好分析»,«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７
年第２期,第１５—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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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通过威胁退出,挤压谈判空间,要求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承

担更多的治理成本,降低自身治理消耗.在双边层面,美国迄今对华采取了

两轮报复性关税行为,旨在表达对双边贸易赤字与对既有全球经贸治理秩

序具有溢出效应和消耗效应的不满,即使制度消耗性具有一定历史成因,也

有客观必然性.① 特朗普认为 WTO 有损美国利益,指出８０００亿美元的国

际贸易赤字是美国的外交灾难.② 该说法缺乏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依据,并不

提美国在国际货币等其他领域中得自制度非中性的巨额受益,单纯拿贸易

赤字说事,有违真实情况.然而,特朗普政府以此为由对华发起贸易战,还

采取极为强硬的态度,试图挤压谈判空间.特朗普一再表示,既成的以

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规则没有按照起初缔约方的设计运作,不但没有维

护美国的利益,反而损害了美国利益,在消耗了美国权力的同时,却让中国

等新兴国家获得了收益,所以美国政府将寻求志同道合的伙伴国家,一同进

行新的规则和制度的创建,进而更有效率、规模更大和带来更多的财富.③

在贸易冲突中,特朗普有意将经济问题安全化,这实则是把全球治理中

的经济秩序问题突然提升到了安全与战略冲突的高度,如此很可能威胁整

个系统的和平与稳定.通过议题互嵌,将经济问题安全化,为从多领域制衡

新兴上升国家提供了所谓的合法化依据.在相关的国际谈判中,这种制衡

①

②

③

美国作为秩序主导国,在国际贸易中忍受一定的逆差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制

的必然产物.美国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母国,如要维持国际货币的常态供应与流动,根
据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设计,就需要通过贸易逆差向世界市场购买产品和输出美元.就

某种意义而言,在这个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美国忍受一定程度的国际逆差也是

维持体系秩序所必需的一种公共产品,是美元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必然产物之一.当

然,长期过大的逆差也会引发世界市场对美元及其母国维持秩序能力的质疑,谓之“特里

芬困境”.
«特朗普２０１８年做国情咨文»: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Ｇstatements/

presidentＧdonaldＧjＧtrumpsＧstateＧunionＧaddress/,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３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的２０１８年贸易政策议程,参见:https://ustr．

gov/aboutＧus/policyＧoffices/pressＧoffice/pressＧreleases/２０１８/february/trumpＧadministrationＧ
sendsＧannual,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３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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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为美国筹得了谈判杠杆.① 细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的

２０１８年贸易政策议程②,其中第一条明确指出“通过确保经济安全来支持美

国的国家安全”,而特朗普认为涉及美国利益的战略竞争主要集中在经济领

域.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主要是经济竞争,而美国长期以来都在这场竞争中

处于劣势.中美之间的矛盾点主要集中在工业标准与就业、商业和技术、汇

率与贸易等领域.③ 此外,美国在 WTO等多个多边组织里都要求中国转变

身份,以发达国家的标准作出贸易承诺,承担更多的责任,进而达到相对降

低美国参与全球经贸治理成本的目的.

(二)比较新旧制度制衡

新旧制度制衡的手段有什么共性或差异呢? 借用哈特和奈格里的分析

框架④,以表５予以分析.哈特和奈格里认为,秩序主导国实现相对权力优

势分为３个步骤、阶段或曰手段(左侧栏目)⑤,而辅以制度变量来理解,随着

权力发生离散,主导国针对这３种手段的策略也在逐步调整.首先,原有制

度设计的第一步是设立包容机制,在起初阶段编织秩序网络.这个阶段的

目标是,将制度创设成为“一部普遍融合的机器”,淡化国别差异,吸引、融合

①

②

③

④

⑤

特朗普将两个或多个处在不同领域、层次甚至重要级别的问题捆绑进行谈判、
交换乃至战略施压,例如,绑定经济与安全谈判.他的这种举措还说明,具有商人思维的

特朗普认为,国家利益可以被放置在谈判桌上,可以有所取舍,乃至有所交换.这一方面

说明,通过谈判,不排除塑造共识的可能;另一方面也说明,特朗普也会受到商人思维驱

使,亮出交换底线,强化自身国家利益排序对全球议程的决定作用.特朗普通过“退出外

交”向外界显示偏好,通过迫使交换,侧面实现权力制衡的目标.不容忽视的是,在美国

按照自身利益进行议题排序的同时,全球治理秩序中的议程设定也可能因此受到牵制、
发生偏移.

TrumpAdministrationSendsAnnualTradeAgendaReporttoCongress,参见:

https://ustr．gov/aboutＧus/policyＧoffices/pressＧoffice/pressＧreleases/２０１８/february/trumpＧ
administrationＧsendsＧannual,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０日.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https://www．whitehouse．gov/wpＧcontent/uploads/

２０１７/１２/NSSＧFinalＧ１２Ｇ１８Ｇ２０１７Ｇ０９０５．pdf,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８日.
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９８—２００页.
同上,第１９８—２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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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强行拉入其他成员国.随着将其他国家深深嵌入这套秩序当中的目标得

逞,作为主导国的帝国又会接着强化差异,突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排他性权

力,通过强调差异塑造制度非中性和等级化,确保获取和运用权力的目标.

其实,这个过程与第一个阶段相互影响,因为具有相近特性的成员国(如西

方发达国家)可以享受更多的包容性,相反则可能在被纳入秩序体系的同

时,被区别对待地排斥到体系边缘.最后,通过前面两个阶段的包容性嵌入

(包容性制衡)、区别性排他(排他性制衡)的手段,帝国再次整合和等级化这

个秩序体系,进而掌握系统主导权.这种主导权表现为主导国塑造一种国

际社会秩序,在这个秩序中安排其他国家或主体的位置的权力,并给予每个

位置等级分明的差异性特权.

表５　主导国的新旧制度制衡手段比较

原有制度制衡机制/手段 新制度制衡机制/手段

手段１
包容:编织秩序网络

(嵌入/包容性制衡)
调整１

挤压包容性带来的制度溢出收益

(退出性制衡)

手段２
区别:肯定强调差异

(排他性制衡)
调整２

企图重塑等级、区别和制度非中性

(退出性制衡)

目标
操纵:整合与等级化

(实现领导权)
目标

降低秩序主导国权力消耗

(通过退出或威胁退出,实现秩序

再整合、重置等级、确保主导权)

此轮以“退出外交”为代表的新制度制衡与原有制度制衡的共性和差异

可概括如下.

首先,两者的共性是借助制度实现权力博弈的目标.以往的退出和现

在的退出具有相似性,都是退出不利于维护美国利益的多边机制,进而实现

霸权护持的目标.如前文所述,从制度层面上对转变动因作出反应,既成大

国的策略主要表现为创制嵌入性制度(包容性制衡)、排他性制度(排他性制

衡)甚至退出制度等更为丰富的反应机制.如果嵌入性制度失败,排他性政

策例如 TPP会成为备选项;而通过退出多边制度终止权力离散,也是一种

制度制衡的重要选项.本文的部分贡献也在于,在建立包容性制度和排他

性制度之外,将退出制度即“退出外交”这种以往被忽视的既成大国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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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补充到既成大国应对秩序转变潜在趋势的策略中来.总之,包括“退

出外交”在内的几种制度制衡方式皆是以维护霸权国的权力优势为宗

旨的.

其次,此轮退出又具有它的独特性:(１)退出的规模空前,主要原因是针

对溢出效应和消耗效应的退出同时存在,这与历史上的退出相比是相对罕

见和特殊的.(２)此轮退出的对象明确,以霸权护持为目标,最终直指作为

上升国家的中国.同时,制度制衡的对象也可能是美国的传统盟国.由于

盟国的务实化倾向明显,国家个体之间差别变小,强化差异的排他性制度安

排可能不会那么受欢迎,本文认为通过“退出外交”强迫盟国“站队”,恰恰是

针对以上情形而出现的.(３)制度制衡的手段是以退出为主要表现方式,具

有排他性目的,旨在重新启动恢复非中性收益的谈判.通过制衡要改变的

效应对象不同,采取的手段和方式也不同:不让他国受益,降低溢出效应;降

低自身成本,减少消耗效应.(４)退出或威胁退出被作为一种战略手段使

用,美国利用诸如恐吓、威胁或声称废止同盟责任等方式试图达到制度制衡

的战略目标.(５)成系统、全方位布局的退出,多边、诸边与双边全盘皆有,

且不仅退出了,还企图另起炉灶,强化制度非中性,重塑秩序与霸权.(６)虽

然强调对等与公平,但是却企图恢复得自秩序的非中性收益.相比旧制度,

美国企图重塑的新制度也强调将其他成员国特别是新兴国家嵌入包容的秩

序中,但不让它们享受以往由于存在制度溢出性而得自秩序的等价收益.

(７)将其他国家嵌入秩序之中,嵌入更多的不是责任,而是分担成本的国际

义务.本文认为两种嵌入都是通过“退出外交”的战略讹诈实现的.(８)不

再坚守霸权稳定论所谓的基本“道义”.新制度通过强调秩序主导权与治理

成本分离,借机逃避国际责任,避免权力的制度性消耗.

四、 结　语

美国将新兴国家权力资源的上升(得自秩序功能属性的增长)视为需要

抑制的威胁来源,认为其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美国领导权的下降,由此发生

了“退出外交”.“退出外交”是一种制度制衡的手段,是一种特朗普政府应

对全球治理秩序离散美国作为秩序主导国权力的作用机制,其制衡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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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导致权力离散的制度设计本身,以及新兴国家乃至传统盟国等对象国.

当然,秩序转变并非一定是某种既成事实,并非作为主导国的美国已然丧失

权力优势及秩序领导权.因此,“退出外交”作为一种制度制衡的手段出现,

抑制的对象可以仅是一种发生权力转变的潜在可能性,一种避免竞争威胁

从既成治理秩序的框架中生长出来的可能性.综上,特朗普采取“退出外

交”,与以往的美国外交传统无异,目标是抑制竞争、削减权力离散、修复得

自非中性制度的收益并维护秩序领导权.然而,受之影响,未来的全球治理

体系存在诸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亟须提高预警,予以应对.

表面上退出国际制度可能影响了美国的领导权,成本很高,但实际上,

对于秩序主导大国而言,这却是一种制度制衡手段,乃至具有战略欺骗性.

美国借助“退出外交”,一方面减少自身国际义务,另一方面要求潜在竞争对

手分摊成本;一方面看重国家主权和内部繁荣,另一方面也并非一定是从根

本上抛弃整个体系.因此,特朗普倡导“退出外交”的真实意图,“绝非是要

完全摒弃国际贸易(乃至本文所言及的多边治理秩序体系),回归孤立主

义”①,也不是彻底背离自由国际主义信念,而是希望借助“退出外交”,重塑

有利于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国际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在这个意义上,以“退

出外交”为代表的新制度制衡手段与旧手段异曲同工.

总之,从来不存在标榜公平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阿查亚曾援引奈的

话说,美国要支持的“自由主义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那群以‘大西洋沿

岸为中心的志同道合的国家’,‘不包括很多大国如中国、印度和苏联阵

营而且对那些非成员国的影响也并不总是有益的’”②,而特朗普想要改

变的也不过是逐渐丧失美国中心色彩的全球治理体系之现实.只是在“退

出外交”和特朗普个性外交风格的表象下,这种修正全球治理秩序的意图并

不容易辨识.退出只是为了修正制度制衡机制,进而重塑领导权.此外,退

出也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例如,在多次强势表态要退出之后,美国又向

相关成员国家抛出有条件重返的橄榄枝,无形却巧妙地增加了美国的谈判

①

②

张宇燕、牛贺:«特朗普的成功及其限度:兼论中美经贸关系»,«国际经济评论»

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９—１７页.
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与“复合世界”的来临»,«世界经济与

政治»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１４—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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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码,不可谓一种极为隐蔽的战略手段,这也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亟

须谨慎关注的.如此,特朗普的政策看似反建制、反常规,实则具有历史相

似性,延续了美国利益优先的原则.他在谈及贸易规则时延续了奥巴马时

期“美国要书写未来的贸易规则,而非由中国来书写”的态度,并进一步用所

谓的“自由、公平和互惠贸易”替代以往的自由贸易①,真实反映了美国依然

要贯彻所谓“基于规则的贸易”,只是基于何种规则才更有利之事未曾明晰,

暂且悬而未决.此轮退出有其特殊之处,退出作为一种战略手段被多次使

用,但在制度手段背后的同样是明显的现实主义的战略企图,这也是本文采

用制度现实主义分析视角的重要原因.

① 张宇燕、牛贺:«特朗普的成功及其限度:兼论中美经贸关系»,«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７
年第２期,第９—１７页;TheWhiteHouse,“StatementfromPresidentDonaldJ．Trumpon
AdditionalProposedSection３０１Remedies,”April５,２０１８,https://www．whitehouse．
gov/briefingsＧstatements/statementＧpresidentＧdonaldＧjＧtrumpＧadditionalＧproposedＧsectionＧ
３０１Ｇremedies/,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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